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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悟”与“活参”*

———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

邓新华

提 要 从实质上看，“妙悟”与“活参”都是佛教禅宗提出的把握真如佛性即佛教最
高真理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妙悟”强调的是这种思
维方式和过程的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直觉性特征，而“活参”则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过
程对佛教教义僵死理解的破除和摒弃。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中国古代诗论家将“妙
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实践结合起来，进而将其提升为重要的诗
学解释学原则。“妙悟”与“活参”的诗学解释学原则不仅蕴含有极富民族特色和极有价
值的文学解释学思想，而且与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也存在某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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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一个佛教宗派，大约在唐代正式确立。到了宋代，禅
宗思想已直接渗入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学领域。当时的一些
诗人热衷于谈禅、参禅，其诗歌创作也有意无意地去表现禅理和禅趣; 专业的禅师也和诗
人一起酬唱、吟和，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富有禅意的观照和理解，诗和禅的联
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这种联系反映到理论上，就是一些诗论家们往往借助佛教禅宗
的概念、术语来探讨如何理解和解释诗性文学作品的问题。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
“活参”与“妙悟”的诗学解释学原则，正是在这种“以禅喻诗”的风气下形成的。

一 “妙悟”的佛禅本义与“妙悟”的诗学解释学原则

“悟”本是一个佛教术语，佛学中所谓“悟”是指修行过程中对佛教真如本体即诸法实
相和最高真理的领悟和把握。僧肇《肇论·涅槃无名论第四·妙存第七》云: “玄道在于
妙悟，妙悟在于即真。”①在这里，所谓“即真”，就是对真如佛性也即佛教的最高真理的领
悟和把握，而所谓“悟”和“妙悟”则是领会和把握佛教终极真理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
思维过程。
在佛教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着“渐悟”和“顿悟”之争。起初，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

佛学是主张“渐悟”的，他们认为对佛教终极真理的把握是可以分阶段一步一步地进行
的，因而成佛的过程就是一个刻苦修行、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
般若学派则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当渐悟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一个飞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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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悟”而成佛，这在当时被称为“小顿悟”。到了刘宋时期，著名高僧竺道生则提出“善不
受报，顿悟成佛”的学说，①认为佛性本体是完整圆满不可分割的实体，不可能逐渐地一步
步地领悟它，而只能靠“顿悟”即一次性地把握它，这种学说又被称为“大顿悟”。所以后
来慧达在《肇论疏·涅槃无名论》里解释说: “竺道生法师大顿悟云: 夫称顿者，明理不可
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这里的“极”就是终极，也
即佛教的最高真理;“照极”就是观照到、领悟到、把握到最高真理。又“理”与“极”都指
佛教的最高真理，而这最高真理是不可分的，所以对它的“悟”只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到
了唐代，随着慧能的出现以及他和神秀的对抗，开始了南北禅宗的分立，而这种分立的核

心依然还是修行方式上的“顿渐”之争。神秀主张渐修，他的修行理论被概括为“拂尘看
净”，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故要求修行者应该长期坚持不懈地除去心灵上的尘垢。

其具体的方法是:“专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
证。”要求修行者把纷繁复杂的心绪，一步步集中，由动而静，由染而净。其修行的过程性
和过程严格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是相当明显的。② 而慧能则主张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单刀
直入的顿悟，他在《坛经》里说: “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

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
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自
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莫
思向前，常思于后。”③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人人本有的，因为“一切法，尽在自性”，它不可
能被污染，也用不着去拂拭，所以那些广引经教的理论准备、迂回曲折的诱导方法和分阶
段分层次的修行过程纯属多馀，因为由迷到悟只在一瞬之间。对于真正的修行者来说，他
只须凭着强烈的成佛愿望去寻求最高的真理，一旦得到契机，便能凑泊悟解，直了见性，即

瞬间一次性地把握了“自性”。这样，在慧能等顿悟派手里，作为佛学禅宗术语的“悟”就
成了修行者瞬间一次性地把握佛教终级真理的一种特定的修行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佛教禅宗那里，“悟”和“妙悟”除了表示修行者对最高真理进行领悟和把握的方式
和过程以外，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它还有弃绝、超越语言文字和逻辑思维的特点。

禅宗的根本宗旨之一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一宗旨据说来自佛祖释迦牟尼，当
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手拈一朵金色的菠萝花示众，众佛徒不解其意，都默默不敢

做声，唯有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妙悟于心”而破颜微笑。释迦牟尼见迦叶对自己的佛法
能够心领神会，十分高兴，当即宣布: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④于是，禅宗“不立文字”、“妙悟于心”的得道方法便
在拈花微笑中诞生了。后来慧能对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理论则有更深刻的阐
发。《曹溪大师别传》里有一段记载: “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
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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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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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无尽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 ‘不识文字。’尼曰: ‘既不识字，如何解释
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 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人闻之，皆嗟叹曰: ‘见
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①在慧能看来，佛教的教义，尤其是
教义中最隐微精深的内容是不能用语言文字传达的，因而对佛理的领会也是不能依赖语

言文字来解说和逻辑推理来论证的。佛教的真如之理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要获得佛法
真义，只能靠修行人的内心自悟，这也就是慧能《坛经》里所说的“自性迷，佛即众生; 自性
悟，众生即佛。”②

最后，“悟”或“妙悟”还特别指修行者在领会和把握佛教的真如本性之后所达到的一
种清澄明净、圆融无碍、万法皆空的境界。神会说过: “若遇真善知识，以巧方便，直示真
如，用金刚断诸位地烦恼，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慧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
万缘俱绝; 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无边功德，应时筹备; 金刚慧发，何得不成。”( 《神会和尚
禅语录》) 这正是对大彻大悟的禅悟境界的一种形象描绘。
在对佛教禅宗的“悟”和“妙悟”的基本理论内涵作了大致梳理之后，我们即可比较方

便地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悟”和“妙悟”的解释学原则进行具体的分析了。古
代的诗论家常常用“悟”和“悟入”等语来描述读诗、学诗和解诗的过程和方法，如范温《潜
溪诗眼》云:“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
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③曾季狸《艇斋诗话》云: “后山论诗，说‘换
骨’; 东湖论诗，说‘中的’; 东莱论诗，说‘活法’; 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
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④吴可《藏海诗话》亦云: “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⑤

到了严羽，则明确提出“妙悟”的诗歌读解方式，其《沧浪诗话·诗辨》云: “大抵禅道惟在
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
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⑥必须指出的是，古代诗论家用“悟”和“妙悟”来表示学
诗者理解和领会诗歌要妙的过程和方式，与禅宗思想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存在某些差

别: 一方面，他们借用禅宗关于“悟”和“妙悟”的佛教本义来喻示读诗、学诗、解诗活动的
特点和规律; 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据对诗歌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对禅宗有关“悟”与
“妙悟”的理论作了某些修正，这是我们在探究古代诗论家提出的“妙悟”的诗歌读解方式
的具体理论内容时应该首先予以注意的。
那么，古代诗论家提出的“妙悟”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到底包含有哪些重要的有价值的

诗学解释学思想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理解:

第一、古代诗论家普遍认识到，“妙悟”的诗学解释学原则从思维性质上看是一种艺
术直觉，它具有直接性、整体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
对“妙悟”的直接性特点，古代诗论家们经常用“顿悟”这一术语来表示。如吕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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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云:“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
功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①韩驹的《赠赵伯鱼》云: “学诗当
初如学禅，未悟切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②吴可《学诗诗》云: “学
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③其《藏海诗话》
又云:“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少从荣天和学，尝不解其诗云: ‘多谢喧喧雀，时来破寂
寞。’一日于竹亭中坐，忽有群雀飞鸣而下，顿悟前语。自尔看诗，无不通者。”④古代诗论
家所说的“顿悟”明显来自于佛教禅宗，但却摒弃了禅宗的神秘色彩，它意在说明解读者
在读诗和学诗的过程中，无须经过分析和推论就一下子获得对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规律的

透彻把握。上述诗论家由于紧密结合自己读诗解诗的亲身体验来解说“妙悟”的直接性
思维特征，所以能够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信服感。
古代诗论家还认识到，“妙悟”作为读诗解诗过程中的一种艺术直觉活动，它还具有

整体性的特点。严羽就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其《沧浪诗话·诗辨》在提出“惟悟乃为当行，
乃为本色”之后，接着论述道:“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⑤严
羽所谓“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是指解读者未能对诗歌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进
行整体性的审美观照和把握，艺术运思不能圆通无碍，悟后诗成之境界也未能达到混成自

然的高度。而“不假悟”的汉魏诗歌，则是当时诗作者对描写对象进行整体性的审美观照
的结果，所以“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丝毫看不到人为分解的痕迹。
对于“妙悟”的非逻辑性的特点，古代诗论家亦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如方岳《深雪偶

谈》就称苏轼阅读历代作家之诗的方法是“潜窥沉玩，实领悬悟”，张扩也说: “说诗如说
禅，妙处要悬解。”⑥他们所说的“悬悟”、“悬解”，并不是指以单纯的知解力和概念、判断、
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来分解作品，而是指依靠直觉的体验来体悟和领会作品的精深微妙

之处，这与禅宗提出的“不立文字”、“妙悟于心”的直觉思维方式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严
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提出“妙悟”这个概念之后，紧
接着对“悟”作了高低层次的划分:“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严羽所说的“透彻之悟”实际上就是指诗人创造出来的一种高级别的艺术境界，这
种艺术境界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里的话来说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
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
也就是说，真正的好诗应该浑融圆整、毫无凑合痕迹并且能够给人以无穷的回味。显然，
“透彻之悟”这种审美境界的获得靠以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是无济于事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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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影印本，1129 册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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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觉和意象化的思维方式才能奏效，所以严羽十分肯定地说: “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
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①指出这一点，实际上就阐明
了无论是读诗还是作诗，需要的都是“妙悟”这种非逻辑性的直觉思维方式。从理论渊源
上看，严羽的“透彻之悟”同样受到禅宗“不立文字”、“妙悟于心”的直觉思维方式的影
响，但严羽的深刻之处在于: 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读诗、学诗和作诗过程中的理性因素，而是
相反，他认为“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在他看来，要领会和把握诗歌的妙处，
要达到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读书、穷理是学诗过程必经的修养途径，严羽的这一思想就
与禅宗的直觉理论有了根本的区别。
第二，古代诗论家提出“妙悟”的诗学解释学原则，虽然也强调解读者对诗歌审美特

征和创作规律及技巧的领悟和把握需要“顿悟”即直觉性的悟解，但没有像禅宗那样把
“顿悟”与“渐悟”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认为解释者只有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
即经过“渐悟”的过程，“顿悟”才有可能出现。如前引吕本中所说的“张长史见公孙大娘
舞剑，顿悟笔法”一段话，很显然是主张“顿悟”的。但他同时又说: “悟入之理，正在功夫
勤惰间耳。”意思是说对艺术的审美特质和审美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平时的学习和锻炼，可
见他又没有把顿悟与渐修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这方面认识最为辩证
的还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他一方面要求读者和学诗者以“直截根源”、“单刀
直入”的“顿悟”方式来领悟和把握诗歌“透彻之悟”的审美境界;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忽视
学力，反而极为重视为获得“透彻之悟”必须进行的长期的学习和陶养。如他一再告诫读
诗者和学诗者都应该反复“熟读”那些上乘之作，甚至要“朝夕讽咏”、“枕籍观之”; “熟
读”之外，还须“熟参”:“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
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

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

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②通过“熟读”与
“熟参”这样一个“渐修”的过程，读诗者和学诗者就会逐渐认识和把握诗歌的审美特征和
创作的艺术规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 乃博采而
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他还进一步引用陆桴亭的话来表明自
己的看法:“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
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
力学。”③钱钟书先生对“顿悟”与“渐悟”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与严羽对这个问题的
看法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在古代诗论家的心目中，“妙悟”还是读诗解诗活动所达到的一种至境，是学诗

者和解诗者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之后而获得的对诗歌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一种透

彻的把握，是学诗者和解诗者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出现的一种顿见天光、豁然开朗、了然
于心的全新境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学诗者和解诗者才最终实现向创作者的转化，也才
会进入诗思如泉、万象在旁、左右逢源的创作佳境。前引吴可《学诗诗》所说的“直待自家

①
②
③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 26 页。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 12 页。

钱钟书:《谈艺录》( 补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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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韩驹《赠赵伯鱼》所说的“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严羽《沧浪诗话》所说的“透彻之悟”，胡应麟所说的“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

无非至理; 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等等，无疑都是对这种读诗解诗
至境和创作至境的形象描绘。

二 “活参”的佛禅本义与“活参”的诗学解释学原则

“参活句，不参死句”本是禅宗提出的一种把握真如佛性的方式，对这种方式禅师们
有许多解释，如“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①“有法授人，死语也，死
语其能活人乎?”②从禅师们的解释来看，所谓“参活句，不参死句”，其核心意思是提醒人
们对真如佛性的把握不要执着于佛典教义字面的意思，而应该自由无羁，任凭本心对之作

随机的体会和领悟。关于禅宗提出的这种“活参”的悟道方式，德山缘密禅师作过形象的
说明:

上堂:“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
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佛’，是死句。‘山河大地，更无淆讹’，是死句。”时
有僧问:“如何是活句?”师曰:“波斯仰面看。”曰:“恁么则不谬去也。”师便打。③

为什么要说“一尘一佛国”等语是“死句”呢?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这些话语符合佛教禅宗
的经典教义，有其特定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而“波斯仰面看”所以是“活句”，则是因为它
打破了常规思维的逻辑，毫无道理可言。那个问话的和尚偏偏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去理解
去执著地追求佛教的教义，这就叫作参“死句”而不是参“活句”，所以最后注定要挨打。

由此可见，禅宗所谓“参活句”，是强调人们应该破除对佛教教义的僵死理解，应该进行直
觉的体验、自由的理解和随意的联想，从而在这一“活参”的过程中自然达到对于佛教真
如本性的把握。

古代诗论家们正是在禅宗“参活句”悟道方式的影响下，提出了“活参”的诗学解释学
原则。如江西诗派诗人曾几在《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里说: “学诗如学禅，慎无参死
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曾
几的学生陆游也说:“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④那么，古代诗论家提出的“活
参”的诗学解释学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的呢? 从曾几等人的有关论述不难看出，他们
所谓“活参”就是指解释者对作品的解读不必拘泥于作品的本义，而应该充分发挥解释者
的主观能动性，对作品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罗大经
《鹤林玉露》中的一段论述:

杜少陵绝句云: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
与儿童之属对何异。馀曰: 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

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 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

①
②
③
④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 下) ，第 935 页。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 下) ，第 1105 页。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 下) ，第 935 页。

陆游:《赠应秀才》，《剑南诗稿》卷 3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影印本，1162 册，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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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做什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
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
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①

在罗大经看来，诗歌作品的意义并不完全就是作者所给定的，也并非只有一种唯一正确的

解释，它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解释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它，“把做景
物看”、“把做道理看”均可。因此，任何作品都有赖于解释者的主动参与，只要解释者“胸
次玲珑活络”，就有对作品进行自由理解和想象、联想的权利。

有必要指出的是，罗大经等人所提倡的这种“活参”的诗歌读解方式很容易使我们想
起江西诗派所倡导的“活法”说。“活法”说最早也是最完整的理论表述见于吕本中所作
的《夏均父集序》: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 变化不测，而亦不背
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
矣。谢玄晖有言，“好诗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
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予区区浅末之
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②

尽管吕本中的“活法”说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立论，与罗大经等人提出的“活参”说着眼
于诗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但他讲“活法”教人不受诗法规矩的束缚而有所自得，这种学
诗的态度与“活参”的诗歌读解方式要求读诗学诗者突破诗作字面义和文本原义的束缚，

对作品进行自由的联想和解读，在精神实质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很显然，作为诗歌读解方
式的“活参”说与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活法”说都深深地浸润于禅宗灵活透脱的思维
方式。

古代诗论家提出的“活参”的诗学解释学原则由于把作品本文视为开放性结构，重视
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解读者的自证自悟，这就与西方解构主义批评的“误读”

理论产生了某种契合。试看南宋刘辰翁如下的一段论述:

凡大人语不拘一义，亦其通脱透活自然。旧见初寮王履道跋坡帖，颇病学苏者横
肆逼人，因举“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二语。乍见极若有省，及寻上句，本意则不
过树密天少耳。“见”字亦宜作“现”音，犹言现在佛即见。读如字，则“空馀见”，殆
何等语矣。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因记往年福州登九日山，俯城中，培塿不复辨。

倚栏微讽杜句:“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时彗见，求言。杨平舟栋以为蚩尤旗见，

谓邪论，罢机政。偶与古心叹惜我辈如此。古翁云: “适所诵两言者得之矣。”同是此
语本无交涉，而见闻各异，但觉问者会意更佳。用此可见杜诗之妙，亦可为读杜诗之
法。从古断章而赋皆然，又未可訾为错会也。③

①

②

③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 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865

册第 325 页。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5《江西诗派》引，《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826 页。

刘辰翁:《题刘玉田选杜诗》，《须溪集》卷 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1186 册第 543—5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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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辰翁举了两个解读杜诗的例子来阐发他的理论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不复知天大，
空馀见佛尊”，按刘辰翁的理解，杜诗这两句诗的本义是形容“树密天大”，但王履道却用
来批评学苏者的“横肆逼人”。第二个例子是“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杜诗本义是描
述诗人登慈恩寺塔所见景象，但刘辰翁却用它来形容自己登福州九日山所见景象，古心则

以这两句诗来比喻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像这样解读杜诗显然都是对作品原义的一种有
意的背离，所以刘辰翁由此提出了他的极为重要的诗学解释学理论: “观诗各随所得，别
自有用。”在刘辰翁看来，解读者对诗作的理解和解释，与作品的原意“本无交涉”，解读者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联想和需要对之作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这种不拘于作品原
义，鼓励解读者对作品进行创造性阅读的理论观点在当代西方也可以找到理论同调。例
如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就提出“阅读总是误读”的理论观点，他认为阅读总是
一种异延行为，文学本文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撒播、
异延而不断产生与消失的，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正
是基于这一解构主义的思路，布鲁姆提出: “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异延
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①不仅如此，布
鲁姆还把他的上述观点用于文学史的研究，认为“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涉及两位
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
造性的衔接、联系行为，确实是、并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丰硕多产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
艺复兴起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一部曲解的

历史，一部反常、任性、故意的‘修正主义’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主义’，现代诗歌本身
也不可能存在。”②这样一来，布鲁姆不仅把文学阅读和解释归结为创造性误读，而且把文
学史也归结为不断对前辈文学进行误读、误解和“修正”的历史。布鲁姆“阅读即误读”的
理论强调文学解读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这对打破传统的文学批评和

文学研究的格局的确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视野，因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刘辰
翁提出的“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的诗学解释学理论，认为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
受和体会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阐释，即使是“语本无交涉”，也“未可訾为错会”，这
无疑与布鲁姆一样也是在倡导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其中所蕴含的诗学解释学思想无疑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作者通讯地址:邓新华 宜昌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443002)
( 责任编辑 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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